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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促进了对外贸易？ 

王宸威 王聪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摘要：在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提升我国对外

开放水平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基于我国大力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大背景，从成本削减、

时空压缩、要素流动三个角度阐释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对外贸易促进作用的影响机制。

2003-2017 年我国 30 个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从国家层面来看，在所

检验的时间区间内，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的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即进行新型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的省份每增加一单位的建设量，就会平均带来 11.55 个单位的对外贸易量增长。

在进行内生性处理之后，在所检验的时间区间内，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对外贸易的

促进作用仍然显著；（2）从区域层面看，我国对外贸易量处于 0.5 分位点的省份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对对外贸促进作用显著，而处于 0.1 与 0.9 分位点的省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对外贸易的

影响作用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地区间交通基础设施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有差异、政府政策落实

不到位。因此，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充分落实政府政策尤为重要。 

关键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对外贸易 成本削减 要素流动  

1.引言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由第五代固网（F5G）和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有机形成的数字基础设施。在当前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科学技术快速更新深

刻影响各类产业组织形态变迁的背景下，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相对快速的发展①。2019

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快我国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②。腾讯研究院③指出，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加速发展且与其他新技术逐渐融合、商用 5G 促进从云端到边缘的连接与

 
①
目前我国 5G 基站建设规模接近 16 万个，已在 50 个城市正式开展 5G 大规模商用；我国云数据中心资源总体供给规模近年

来复合增长率在 30%以上，全球 500 强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中 32%来自中国。数据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zw/cj/2020/03-12/9122378.shtml. 
② 2020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而在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 2019 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也指出，要

不断加快 5G 商用步伐、加强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③ 2020 年 1 月 11 日在腾讯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科学向善”年度论坛——产业数字化分论坛上，腾讯研究院研究中心发

布了《蓄势：产业互联网 2019 回顾与 2020 展望报告》，对 2019 年产业互联网进行了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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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并促进新一轮的增长。在当前全球分工协作进一步细化的背景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

与云计算为核心的数字化是突破当今贸易壁垒、进一步延长外贸价值链、完成我国贸易升级

的关键④。 

在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时代背景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有效促进我国对外贸

易，提升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于推进或者抑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作

用机制与渠道是什么？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可以有利于发现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的新动能，寻找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与优势。当前我国对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

研究仍较多地关注定性层面，即对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⑤、政府相关

支持与保障性政策所应涉及的内容等；从定性层面，如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度量、对其他变

量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等都相对分析较少，即缺乏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贸易量影响作用的专

门的理论分析与严谨的因果作用识别，这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2.文献综述 

基础设施包含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基

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发展被认为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20 世纪 40 年代发展经济学派从不

同角度阐述了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⑥，而我国的经济学家如刘生龙、胡鞍钢

（2010）[1]基于巴罗的增长模型，提出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且具

有区域差距性。而作为我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

重要的作用，那么，影响我国出口贸易量的增长因素有哪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会影响

出口贸易量的增长？ 

总结来看，现有研究大多从两方面来阐述传统基础设施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作用：（1）从

外部风险的角度来看，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帮助企业及时调整生产过程与库存水平，避

免因市场信息错误等问题产生的外部风险。刘秉镰、刘玉海（2011）[2]指出公路基础设施能显

 
④ 阿里国际站在 2019 年度战略发布暨商家峰会指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主的数字化是突破贸易壁垒、做深外

贸价值链、完成贸易转型升级的关键。来源：https://supplier.alibaba.com/supplier/fabushuzihuaxinwaimaocaozuo.html. 
⑤ 当前大部分学者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集中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能发挥哪些作用以

及我国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路径探索上。 
⑥ 发展经济学家罗丹提出“大推进”理论，认为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先行资本，应该优先发展；纳克斯在罗丹理论的基

础上，指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责任；罗斯托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提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是实现“经济起

飞”的一个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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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降低企业的库存成本，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相比具有更多的

外部风险与不确定性，而便捷的公共基础设施可以为企业及时针对以上情形调整生产提供便

利（王永进，2010）[3]；其中，交通设施的外部性则体现为出口市场的开放、劳动力的流动与

贫富差距的缩减（胡鞍钢、刘生龙，2009）[4]；（2）从贸易成本角度来看，传统基础设施的完

善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出口过程中的运输成本和信息传递成本，从而带来进出口贸易量的增长。

Shirley 和 Winston（2004）[5]指出，便捷的公共基础设施能节约企业库存，有利于企业根据实

际情况实时、动态调整生产要素投入、降低企业的调整成本；盛丹等（2011）[6]认为，基础设

施建设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贸易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通过作用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来增

加贸易量。白重恩、冀东星（2018）[7]通过分析我国国道主干道对出口的影响，指出国道主干

道作为我国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其建设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将货物运往港口的成本，有利于

出口量的增长。 

基础设施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互联网、信息通讯技术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⑦，其在促进贸易量与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

施相比有着智能化、数字化等新的特点，其对于贸易量的影响作用也会与传统基础设施有所

区别，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我国贸易量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基础

设施与贸易量关系的认识。 

已有文献多以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为主体研究其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作用，主要从以下

三个角度展开研究：第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成本，不同于传统基础设

施，信息基础设施侧重于降低企业信息的搜寻与沟通成本，进而促进贸易量的扩张：Clarke 和

Wallsten（2006）[8]在互联网普及率高低对出口的影响作用这一研究中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的

互联网普及率进行改善有利于刺激其向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出口；潘家栋、肖文（2018）[10]以

互联网为研究对象，指出互联网技术与信息通讯技术能够扩大贸易体量，其关键在于可以有

效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沟通成本与生产成本。第二，信息基础设施能够推动生产的分工深

化，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李坤望等（2015）[11]指出，对信息基础设施进行改善能提升生产

要素的投入与使用效率，改善了国家的出口绩效；王勇、黎鹏（2019）[12]认为，信息基础设

施可以促进国家的技术进步，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效应，有助于深化分工，提高企业

 
⑦ 借鉴已有文献，本文认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由第五代固网（F5G）和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有机构成的，本文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对贸易量的作用机制。相比于传统基础设施，新型

数字基础设施在信息化、科技化、智能化等方面都进行了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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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效率。第三，信息基础设施可以拓展国际贸易边界，增加企业出口概率，扩大市场规

模。石良平、王素云（2018）[13]认为信息通讯设施可以减少贸易过程中企业的支付风险，降

低企业推荐新产品的成本，进而增加企业出口律，扩大企业出口贸易量；张永林（2016）[14]

也指出，互联网与信息基础设施产生的外部性与规模经济效应能减低交易价格，延长交易时

间，有利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统一，扩大贸易市场规模。 

 

图 2.1.基础设施对对外贸易影响相关文献框架图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主要内容相对集中在互联网与信息基础设施对贸易产生的影响作用，

而当前我国大力发展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由云计算、5G、人

工智能等多个方面有机融合形成的基础设施，在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机理上

势必与单一的互联网或信息基础设施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以何种机制

作用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量变化影响的程度如何，都值得从理论与实证

层面进行研究。 

3.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对外贸易促进作用的影响机制 

传统的贸易理论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新贸易理论则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

这两个假设前提下阐述产业内贸易，而以 Melitz 为代表的新新贸易学派则从异质性企业的角

度入手来考察全球的贸易流动。Melitz（2003）[15]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在国际

贸易中的地位是不同的，高生产率企业可以凭借较高的生产率进入出口贸易市场，而生产率

较低的企业无法进入国际市场，仅能在本土进行生产销售。当出现运输成本的降低、关税的

削减等现象时，产业的整体生产率可能会发生较大程度的提升。同时，Melitz 也指出，一国出

基础设施对对外贸
易量的影响

传统基础设施

避免外部风险（刘秉镰、刘玉海，2011等）

降低运输成本（Shirley、Winston，2004等）

信息通讯基础设施

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与沟通成本（Clarke 、
Wallsten，2006等）

深化分工，提升生产效率（李坤望，2015

等）

提升出口概率，扩大市场规模（石良平、王
素云，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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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量的增长主要包含两种途径：第一，集约的贸易边际，意味着国家出口量的增长主要来源

于企业数量与产品数量的增长；第二，扩展的贸易边际，意味着一国出口量的增长主要依靠

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以及市场的扩大。因此，要推动国家对外贸易量的增长，提升企业的生

产效率与出口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不断促进各类企业进入外贸市场是十分重要的。Fujimura

和 Edmonds( 2006)
[16]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对湄公河流域的公路基础设施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分析，发现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双边贸易量的增长；Francois 和 Manchin(2007)
 

[17]分析了 1988-2002 年 104 个国家的贸易数据，指出基础设施能提升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基

于上述论述，本文认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我国新时代基础建设的新形式，可以引发企业

间生产效率的差异性，那些积极使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企业能够在生产、运输、消费等环

节与其他企业产生差异，由此获得更高的对外贸易量。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成本削

减效应、时空压缩效应、要素流动效应三个角度入手，试图进一步阐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促

进对外贸易的影响机理。 

3.1 成本削减效应 

3.1.1.信息获取与交流成本削减。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推进了各个技术模块之间的融合，

有利于形成对各类贸易数据的实时、深度获取与挖掘，5G、工业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的应

用使得信息之间的传播速度加快，形成了信息之间的高效互通传递。Rauch( 2001)
 [18]指出国际

贸易就是卖家与买家之间互相搜寻匹配的过程，而借助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一方面，参与国

际贸易的商家可以更有效、更便捷地获取新市场的信息，向众多市场中存在的买家提供广告，

降低进入国外市场的搜寻成本；而另一方面，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提升了信息的传递速率，与

上一代互联技术相比，5G、工业物联网等连接方式提供了相对更快、更高效、更稳定的数据

与信息传播，让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3.1.2.贸易效率提升。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一大组成部分，使用海量数据的人工智

能可以通过智能学习算法去解决那些以往需要人力手动解决的复杂问题，而在对数据的分析、

图像的识别、智能客服问答等领域，人工智能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通过对企业业务的自动

化决策处理、海量信息分析等方式，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在企业

的产品订购、生产与交付过程中提升企业工作效率，有利于促进贸易效率的提升⑧。 

 
⑧
 亚马逊是最早一批将人工智能等数字设备引入贸易领域的公司。自 2012 年开始，亚马逊利用机器人来处理仓库中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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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时空压缩效应 

3.2.1.时间压缩效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使用，使得“线上”的交易与沟通形式更加

普遍，“零延迟”的线上沟通与便捷的线上操作，高速的网络传播速率让信息与数据在分秒之

内便可实现共享，在克服了时间上的约束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可以使贸易形式更加灵活、

贸易信息更加通畅、贸易往来更加频繁，有利于增加贸易双方的友好交流。 

3.2.2.空间压缩效应。5G、大数据等技术模块儿之间的有机融合与协同可以克服国际贸

易中对物理空间的约束，从而帮助进出口企业有效获得精准的市场信息，提升交易双方供给

与需求之间匹配效率，更有效地实现国际贸易中的远程交易。值得指出的是，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对于那些地处于边远地区的企业，有着改善贸易劣势、开辟新市场等作用（刘斌和顾聪，

2019）[19]，对于改善一些地区的贸易条件具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3.3 要素流动效应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实现各个技术模块之间的有机融合，能加快要素流动，发挥要素

间的联动作用，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量的增长。通过新型基础设施，跨地区、跨行业、跨设备

的不同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并通过云计算、物联网等一系列连接手段，形成有机体发挥

作用。同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将信息、数据变为新型生产要素（李慧、王晓琦，2017）

[20]，通过智能学习与网络算法从而产生“学习效应”，进而实现知识的传播，加速信息与数据

的共享。依照梅特卡夫法则⑨，利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所产生的网络价值会带来所覆盖地区内

互联网用户、信息与数据的几何级数倍增，不断扩展其影响地区的时空边界，达到生产设备、

产品、用户之间的充分互联。因此，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加速要素流动，扩大要素之间发

挥的协同效应，有助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盘 点 、 收 捡 及 配 货 等 工 作 ， 使 货 物 从 上 架 到 出 售 ， 每 一 步 都 能 够 确 保 自 主 高 效 完 成 。 资 料 来 源 ：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6067901145272475&wfr=spider&for=pc 
⑨ 梅特卡夫法则是指网络价值会按照用户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网络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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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与计量模型设定 

  4.1 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理论机制，本文认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

影响作用，据此，本文借鉴刘斌、顾聪（2019）[21]的做法，构建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𝑇𝑟𝑎𝑑𝑒𝑖𝑡 = 𝛽0 + 𝛽1𝐷𝐼𝑖𝑡 + 𝛼𝑋𝑖𝑡 + 𝜀𝑖𝑡                   (4.1) 

在式（4.1）中，下标𝑖表示各个省份的标识（𝑖 = 1、2……30），下标𝑡表示各个年份的标

识（𝑡 = 2003、2004……2017），𝑇𝑟𝑎𝑑𝑒𝑖𝑡表示在𝑡时期第𝑖个省份的对外贸易总量，𝐷𝐼𝑖𝑡表示在

𝑡时期第𝑖个省份的新型基础设施水平，𝑋𝑖𝑡表示影响对外贸易的控制变量，𝜀𝑖𝑡为随机扰动项，

并服从独立同分布。其中，影响对外贸易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ergdpit）、外商直

接投资水平（FDIit）、人力资本投资水平（Humit）、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PIit）。 

与均值回归相比，分位数回归可以具有更全面地考察解释变量的条件分布情况，在每个

不同分位点回归的系数往往会有差别，而这也反映了自变量在不同水平下对因变量的影响程

度。因此，在式（1）基础上，为了更加全面反映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条

件分布概率，排除一些极端值对回归的影响，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来分析验证在不同

分位数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具体计量模型设计如式（4.2）所示： 

          𝑇𝑟𝑎𝑑𝑒𝑖𝑡 = 𝛽0 + 𝛽1（𝑞）𝐷𝐼𝑖𝑡 + 𝛼𝑋𝑖𝑡 + 𝜀𝑖𝑡               (4.2) 

其中，在借鉴陈强（2010）的《高级计量经济学》中做法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的分位数点

为 q=0.1、0.5、0.9，分别表示在我国 2003-2017 年各省份对外贸易量的 0.1 分位数点、0.5 分

位数点与 0.9 分位数点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对外贸易量的影响。其中，处于 0.1 分位数点的

省份表示对外贸易量处于较低水平的省份，处于 0.5 分位数点的省份表示对外贸易量处于全

国中等水平的省份，而处于 0.9 分位数点的省份表示对外贸易量处于全国较高水平的省份。 

4.2 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我国对外贸易水平，以我国对外贸易总量为衡量指标。因此，本文

选取了自 2003-2017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比各省 GDP 作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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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本文认为，政府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

控者，作为经济市场上“看得见的手”，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财政支持，给予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有关的企业以相应的财政补

贴，有利于降低企业研发投入成本，刺激有关高科技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增加企业的创

新效率与创新产出水平，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量的增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新型数字基

础设施的词频𝐷𝐼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衡量指标⑩，词频比重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首先，

选取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词汇，本文以 5G、信息经济、大数据等为词汇进行选取11；

然后，搜集 2003-2017 年 30 个省份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并进行分词处理；最后，统计与新型

数字基础设施有关词汇的出现频次。 

借鉴戴翔、金碚（2018）[22]以及王永进等（2010）[23]的做法，本文将以下变量作为新型基

础设施对对外贸易影响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Pergdpit用各省份人均 GDP 表示；外商直

接投资水平 FDIit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表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Humit用各省份教育支出占

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PIit 用各省份固定电话用户数占各省份人口比

重表示。 

表 4.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 (2) (3) (4) (5) 

VARIABLES N mean Sd min max 

      

DI 450 0.146 0.136 0 1.090 

Trade 450 31.97 39.30 1.695 176.5 

gdp 450 2.637 1.730 0.344 9.491 

fdi 450 599,861 700,019 1,495 3.576e+06 

Hum 450 17.91 5.486 1.614 60.86 

 
⑩ 将词频作为文章中变量的指标这一方法已经有不少学者使用。陈诗一、陈登科在《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一文中使用省级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与环境有关的词汇出现的频率作为政府环境治理的代理变量；李春涛、闫续文、宋

敏、杨威在《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证据》一文中利用爬虫技术，爬取百度新闻高级检索网页源代码

中与金融科技有关的词频作为金融科技发展的代理变量。 
11
 具体词频包含：5G、信息技术、移动通信、信息基础设施、信息经济、大数据、数字产业、数据化、数字基础设施、云

计算、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智能装备、智能经济、智能工厂、数据中心、智慧城市、云服

务、云技术、虚拟化、云应用、云平台、区块链、智能终端、云端、电子政务、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互联网化、电子

商务、线上、电商、信息服务、无人驾驶、智能技术、网络技术、软件技术、信息科技、通信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

术、网络科技、软件、智能科技、信息产业、软件工程、数码科技、数据科技。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6%88%b4%e7%bf%94&scode=06133754&acode=06133754
https://kns.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9%87%91%e7%a2%9a&scode=05971155&acode=0597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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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450 23.32 13.09 6.300 183 

      

Number of Province 30 30 30 30 30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2003-2017 年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网站、各省份统计年鉴、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数据详情见表 4.1。 

5.实证分析 

5.1 基准回归 

通过上述计量模型与数据分析，本文的实证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为检验新型数字

基础设施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效果，基于上述计量模型（1）的估计，本文首先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并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而为了更加全面反映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与我国对外贸易的条件分布概貌，排除数据中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基于计量模型

（2）的估计，进行分位数回归。上述回归均使用 STATA 软件完成。 

表 4.2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对外贸易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FE Q10 Q50 Q90 

main     

DI 11.55** 2.197 17.53* 5.429 

 (2.66) (0.18) (2.48) (0.50) 

     

gdp -5.278*** 1.950 4.279*** 6.244* 

 (-7.30) (1.67) (4.52) (2.29) 

     

fdi -0.00000429** 0.00000459 0.00000733*** 0.00000894 

 (-2.70) (1.63) (3.42)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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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显著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差。 

表 4.2 第一列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 5%显著性水平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对于对外贸易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其回归系数为 11.55，表明进行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的省份每增加一单位的建设量，就会平均带来 11.55 的对外贸易量增长，因此，充分

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所具有的优势，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量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后三列汇报了进行分位数回归（分位点为：0.1、0.5、0.9）的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在 0.5

的分位数点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对外贸易的作用是显著的，回归系数为 17.53，而在其他两

个分位数点是不显著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2.197 与 5.429，即说明在对外贸易量处于全国中等

水平的省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我国对外贸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我国对外贸易量

较低与较高的省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本文认为，上述回归

结果可能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与传统基础设施对贸易量的作用效果相近，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对我国中部地区贸易量的促进作用优于对东部地区贸易量的促进作用。王巍（2020）[24]

和白重恩、冀东星（2018）[25]指出，交通基础设施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行为影响

不同，相较于贸易量更大的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对交通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更大，产品运

输里程更长，交通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影响更明显。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

Hum -0.400*** 0.181 0.276 -0.178 

 (-3.64) (1.02) (1.14) (-0.41) 

     

PI 0.210*** 0.867 2.050*** 2.997*** 

 (3.70) (1.42) (7.51) (12.59) 

     

_cons 49.03*** -18.09 -43.33*** -31.68*** 

 (14.35) (-1.16) (-7.54) (-3.35) 

Observations 450 450 450        450 

Number of 

province 

30 30 30        30 

R-squared 0.342 0.298  0.441        0.586 

province FE YES 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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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可以通过大数据与平台共享、信息高速传播等方式，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工作效率，进一

步造成对不同地区贸易量影响程度的差异化；第二，政府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作

用有待加强。陈小亮和陈彦斌（2019）[26]认为自 2016 年来尽管我国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文

件来推进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我国当前在发展人工智能等领域仍然存

在着技术创新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因此，虽然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到有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词汇，但是在实际落实中可能会出现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影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发挥应有的作用。 

5.2 内生性问题处理 

在考虑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

内生性问题，本文拟采取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缓解。本文采用环境治理这一指标作

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其理由如下：第一，从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角度入手，本文

认为，大部分进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多为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企业，对技术的创新效率

要求较高，而清洁的自然生态能够为办公提供舒适健康的工作环境，大部分高科技企业坐落

于生态环境良好的科技园区，因此本文认为环境治理程度较好的省份，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也可能会比较完善。第二，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来看，环境治理对于贸易的影响微乎其微，

可以忽略。本文借鉴了陈诗一、陈登科(2018) [27]和邓慧慧（2019）[28]的方法，采用 2013-2017

年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有关的词频占报告的比重（frequ_ratio）作为环境治理的

代理变量12，即本文的工具变量。2 阶段最小二乘的回归结果如表 4.3 所示： 

表 4.3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对外贸易影响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1) 

第一阶段 

 (2) 

第二阶段 

 DI  Trade 

    

frequ_ratio 21.2* DI 0.0287*** 

 (2.45)  (3.72) 

    

 
12 具体词频包括：环境保护、污染、能耗、环保、减排、绿色、生态、空气、低碳、化学需氧量、空气、二氧化碳、二氧

化硫、PM10 以及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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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24.29** Gdp 0.0263*** 

 (3.23)  (4.63) 

    

fdi 0.000000534 Fdi -1.10e-08 

 (0.06)  (-1.09) 

    

Hum 0.588 Hum 0.00310** 

 (0.63)  (3.07) 

    

PI 0.987* PI -0.000372 

 (2.05)  (-0.75) 

 

_cons 0 _cons -26.98*** 

 (.)  (-7.51) 

 

N 

 

R2 

450 

 

 

 450 

 

0.08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显著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差。 

表4.3汇报了以环境治理作为工具变量记性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从表3可以发

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2SLS的第一阶段回归的回归系数为21.2，表明环境治理程度对

于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满足内生解释变量与工具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而在加入工具变量之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2SLS的第二阶段回归的回归系数为

0.0287，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依然正向显著。 

6.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当前新一轮的科学技术革命与世界产业链分工细化的今天，如何以新动能促进对外贸

易、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着我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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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国经济社会繁荣的重要力量，对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成本削减

效应、时空压缩效应、要素流动效应三个角度入手，深入分析了我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对外贸易的影响机制，并使用2003-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新型数字基

础设施与对外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我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地促

进我国的对外贸易，而这一作用在对外贸易量较大的省份表现不明显，其可能的原因包括从

传统基础设施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转换速度较慢、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针对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以创新促发展，大力推进我国各省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型数字基础

设施对对外贸易的成本削减效应、时空压缩效应与要素流动效应，进一步促进我国的对外贸

易发展。不断完善“产、学、研”体系，将技术研究与科技成果转化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中

的生产力；大力培育人才，提升人力资本的配置质量，形成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人才吸收、

人才配置体系，为我国创新注入活力。 

第二，统筹协调区域发展，针对不同省份对外贸易量不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贸易量

的促进作用不同的现象，政府要做到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一方面，对于那些对外贸易量相

对较大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贸易促进作用不显著的地区，应更充分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在对外贸易的各个环节引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使用；另一方面，对于

那些对外贸易量处于中等水平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贸易促进作用显著的地区，应将互联网、

物联网等“新血液”注入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让传统基础设施在大数据、云计算等平台下发

挥更高效、更智能、更便捷的作用。 

第三，强化政策的扶持力度，确保促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政策落实到位。在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监督与评估力度不到位、政府政策落实不到位等

问题，因此，政府应形成一套完善的政策执行体系，加强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帮扶力

度，不断提升基础设施运营与管理的效率，建立一套有利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更好发挥作用

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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